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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

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

2003—2018 年中国 31 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

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

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区市的城镇化水

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

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

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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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提出要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及其应用在中国强势崛起，逐渐融入渗透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电商直播、短视频等新业态以及网

购用户规模纷纷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互联网在传统农业转型、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出“助推器”的作用，活跃在扶贫攻坚、

乡村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等不同方面和环节。显然，互联网已经涉足“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但它是否增加了农村居民收

入?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牵引了本文研究逻辑思考与研究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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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互联网在经济增长、产业赋能等各个领域迸发出的磅礴力量，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从

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网络效应等多维度解析互联网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机理和理论逻辑，从而得出互联网对中国

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
[1]
。黄群慧和余泳泽等(2019)以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揭示了互联网对中国制造

业效率的内在机制和作用途径，有力证实了互联网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率[2]，部分学者还发现互联网发展能够对区域创

新效率、个体收入增长等方面产生显著推动作用[3-4]。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十四五”期间重点攻克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

研究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钻研，但更多是从产业结构、户籍制度、金融

发展、人力资本、城镇化等维度解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原因[5-9]，关于互联网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少见。实际上，互

联网对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已从浅层联系逐渐过渡到融合渗透，而城镇化作为促进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
[10]，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也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本文立足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热度最高也是极为

重要的两个变量:互联网和城镇化，剖析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 

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的互动属于新兴力量和传统动力的融合，二者的融合发展如果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

就能更好地缓解社会矛盾，更能服务于城乡要素的公平交换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第

一，基于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对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进行系统剖析，通过静态和动态双

重视角探究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第二，从城镇化视角以互联网发展为切入点，深入探析互联网和城镇化融

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事实，探究互联网发展和城镇化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收入效应差异;第三，选取城镇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实证考察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

城镇化门限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逐渐普及，互联网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和新兴力量。互联网的跨

界融合、开放共享、跨越时空的技术优势和本质特征，不仅对生活方式、生产模式进行了技术变革，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重要的“发动机”，同时也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收入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动能
[11]。综合来看，互联网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大部分农村地区地势偏远，存在信息闭塞、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导

致农村居民的信息搜索成本比城镇居民更高[12]。互联网为农户群体提供成本极低或者免费开放的信息搜索平台和手机应用，使

得有价值的知识信息突破时空限制以便捷快速的方式传播扩散，缓解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有效降低农户群体对招聘

信息、商业机遇的搜索和甄别成本，进而降低城乡信息流通壁垒、拓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 

二是开拓农户群体市场参与范围。已有部分学者证实互联网发展能在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改善农户福利水平方面发挥显

著功效[13]。一方面，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技术应用的网上购物平台和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业

生产服务的供需匹配效率，避免了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渠道，从而为农户群体提供更大的市场参与范围

和更多的盈利机遇。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技术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也通过多维度的作用机制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业绩效，

为农村地区及低收入人群解决融资难问题，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金融服务门槛，进而充分发挥减贫效应[14]。 

三是提高政府惠农政策精准度。近年来各地政府致力于进行数字化转型创新实践，利用互联网对各级政务平台和政务流程

进行重构再造，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互联网连通一切、覆盖范围广等技术属性能迅速连接经济社会中各个

主体，聚集整合大量的数据资源，不仅为三农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的数据支撑，同时，互联网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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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监管系统和交流平台，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政府惠农政策精准度也得到稳步提高。 

四是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化了农村新业态、新理念、新模式的诞生，在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提

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加速了农户群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高级化过程。农户群体可以借助互联网和手机获取更多的学习机会和

信息资源，促使知识信息在农户群体间充分交流、共享，有助于转变农户传统发展理念、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养，从本质上强

化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农户群体人力资本的普遍提高也会对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产生积极影响[15]。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普及发展为农户群体带来了一定的数字红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以及城

乡居民对互联网的利用能力存在差异，这种数字红利在发展初期往往不会在农村地区得到充分显现。一方面，互联网相关的基

础设施建设是从城镇地区开始逐渐扩散到周边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的互联网发展要先于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在信息

收集筛选、处理加工等方面较为落后，从而导致互联网在发展初期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溢出效应存在相对落差，进而扩大

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乡数字鸿沟的持续缩小和人力资本差距的不断趋近，互联网开始在农村落后地区迸发出巨大动能和数

字红利，城镇地区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先进技术和应用经验给农村地区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从而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

农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后发优势，也为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即倒 U型关系(H1)。 

2．互联网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已有研究对互联网发展和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多名学者认为互联网和城镇化存在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互动

关系，互联网能为城镇化提供新兴驱动力和投资活力，城镇化也能为互联网发展提供重要载体以及人才支撑
[16-17]

。具体来看，互

联网发展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的作用路径如下: 

第一，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地区之间要素的有序流通产生阻碍作用，而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其

本质在于共享互动[18]。互联网本身的虚拟网络技术特质打破了城乡原有孤立分隔的空间格局，不仅促进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

动，还有助于推进城镇间的共享协作和区域分工，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注入新兴活力和投资动力。第二，互联网技术的

应用还有助于提高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人口聚集的效率和信息搜寻效率，对优化城镇空间格局、延展城镇空间范围具有推动作

用，从而有助于促进城镇的合理布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城市的供给能力和承载能力[19-20]。第三，在信息经济时代，其开放、

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对社会各行各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1]，互联网价值观念的普及也缓解了农户原有局限性

的思维束缚，引导农户创新变革原有的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以此开发探寻非农收入新渠道、新途径，从而为农户群体的城镇

化创造基本条件。 

城镇化地区作为承载经济要素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也为互联网发展提供必要的重要载体以及人才支撑。城镇化作为非农

产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能够集聚更多的信息资源和生产要素，城镇化所引发的集聚效

应和服务功能提升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载体依托和应用场景支撑，也能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需求驱动，从

而有助于巩固互联网发展的现实基础、开拓发展空间。另外，互联网等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具有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性，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更有助于基础设施共享和技术创新改进，从而有利于节省互联网发展的推广成本和建设成本，降低大

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果更强(H2-1)，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是约

束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重要因素(H2-2)。 

3．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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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的广度和深度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共同影响，对地方政府政策、制度环境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由于我国地域广袤且不同地区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在产业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生活服务配套

还是创新活力和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等方面，都优于经济滞后地区，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和软件配套，也为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推动力。因此，地区之间的资源要素禀赋、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仅会影响互联

网的辐射范围，使得互联网所带来的数字红利覆盖广度和深度存在显著差异，也会导致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表现

出地区异质性。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扩散和有效使用可以为城乡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但不同群体的受惠程度大

小与信息可及性密切关联，从而导致互联网对城乡居民的收入效应在受惠群体层面呈现出异质性特征。由于城市偏向性政策和

城乡之间资源约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贫瘠地区的发展空间，而农村居民的信息渠道单一有限且获取成本较高，导致农村居

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互联网作为促进乡村振兴、拓展农民增收空间的战略力量，无疑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一方

面，农户能够借助互联网渠道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和需求动态以灵活调整农产品生产策略和计划，互联网使用的便捷性也可以协

助农户拓展社交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为农村居民带来增收效应;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可通过互联网获取全面丰富的优质教育资

源和专业技术指导，为农村居民提供从低技术岗位到高技术岗位的跳板，有助于协助部分农村居民跃升为中高收入人群。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互联网和城镇化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H3-1)，互联网对城乡居民

的收入效应会因受惠群体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H3-2)。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设定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theil为被解释变量，即泰尔指数衡量的城乡收入差距，internet为互联网发展水平，urb为城镇化发展水平，i代

表地区，t代表时期，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为个体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在方程(1)中加入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二次项(internet2)作为解释变

量，得到方程(2): 

 

方程(2)中，如果β1显著大于 0，β3显著小于 0，则表明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为了考察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加入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的交互项，得到方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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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3)中，internet×urb 为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的交互项，考虑到泰尔指数越小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因此，若交互

项系数 β4显著小于 0，表明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形成良性互动，二者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抑

制效应;如果交互项系数β4显著大于 0，则结论相反，二者融合发展不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他变量同方程(1)。 

为了考察城镇化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效应，本文在静态面板的基础上加入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一期作

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方程(1)、方程(2)、方程(3)进行估计，从而也有

利于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探究互联网发展在不同城镇化水平区间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效应，本文借鉴使用 Hansen(1999)发明的面板门限

模型进行验证
[22]

，得到方程(4): 

 

其中，I(*)表示一个指示函数，其含义为，在括号内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取值为 1，若不满足括号内的条件，则取值为 0;γ

表示待估计的门限值，城镇化水平(urb)为门限变量，α0 表示常数项;α1 表示第一门限区间的估计系数，α2 表示第二门限区间

的估计系数，其他变量解释同方程(1)一致。方程(4)仅考虑存在一个门限值的情形，还可以根据方程(4)扩展到存在多个门限值

的情形，由于原理一致，此处不再展示。 

2．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张东辉和孙华臣等人(2010)的做法 [23]，以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公式如

下: 。Iut和 Irt分别代表 t时期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总收入(人口总数乘以人均收入水平);It表示 t时

期的区域总收入，Put和 Prt分别代表 t 时期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数，Pt代表 t 时期总人口数。由公式可看出，泰尔指数在衡量城乡

收入差距方面上，实现了静态视角向动态视角的转变，兼顾了居民收入和人口结构的相对变动，使得指标更具有代表性，具体

见表 1。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根据指标选择的全面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借鉴左鹏飞等(2020)的做法[24]，基于互联网应用和产出

双重维度，科学选取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互联网普及程度、互联网相关产出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4 个维度的指标来构建互联

网发展指标体系，其中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总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作为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的代理变量，

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互联网普及程度的代理变量 1，用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作为互联网相关产出的代理变量，用每百人拥有移动电

话部数作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的代理变量，并通过客观性较强的熵权法赋予不同指标权重，从而计算出各地区互联网的综合发

展指数。 

(3)门槛变量。选取城镇人口与地区年末常住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 

(4)控制变量。本文选择 5 个控制变量:一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通过各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陈斌开、林毅夫、陆铭等多位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5-26]，发现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U型规律，因此，本文通过加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二次项进行验证，并做对数处理，

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二是经济开放水平(OPEN)，通过当年的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值，来体现地

区的经济开放水平。三是人力资本水平(EDU)。大量研究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27]，本

文加入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四是政府财政支出水平(FIN)。通过采用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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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政府财政支出除以其 GDP来衡量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五是产业结构(INS)。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

水平。 

3．数据来源及说明 

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倾注了极大精力，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出台种粮补贴、

新农合、新农保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制定和实施新世纪头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对农户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取

得了积极成效。2003 年也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转折之年，“非典”疫情突发事件催化了数字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

网逐渐得到普及。因此，本文采用中国 2003—2018 年期间除港澳台外 31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其原始数据均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对于本文所涉

及货币计量的变量，统一用 GDP平减指数折算为以 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价格，以消除价格的影响。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1。 

表 1主要变量的测算方法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测算方法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泰尔指数 496 0.132 0.074 0.02 0.456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发展水平 互联网发展指数 496 0.216 0.142 0.011 0.997 

门槛变量 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镇化率 496 0.502 0.146 0.182 0.896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96 9.409 0.458 8.216 10.628 

 经济开放水平 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 496 0.304 0.373 0.016 1.68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 人均受教育年限 496 8.566 1.228 3.738 12.555 

 政府财政支出 政府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 496 0.239 0.185 0.079 1.379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值 496 0.455 0.096 0.274 0.909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采用方差扩大因子法(VIF)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解释变量

中最大的 VIF值为 6.60，平均 VIF值为 4.15，均小于经验法则所要求的最低值 10，表明已有效控制了多重共线性对实证回归结

果的影响。由于普通面板数据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本文通过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探究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与城镇

化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静态面板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系统 GMM 估计结果准确度

更高，可以更好地解决内生性、弱工具变量等问题，因此，在动态面板估计中，本文选择两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整体样本估

计结果见表 2。各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的残差相关性检验表明在 10%的显著水平下，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同时，Sargan检验

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有效，表明总体样本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可信度。 

1．全样本估计结果 

首先，在全国层面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1)进行估计，未加入控制变量前，列(1)互联网发展的系数不显著，城镇化

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列(2)互联网发展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城镇化系数的正负与加

入控制变量前的结果一致，显著性水平也保持不变。为了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对方程

(2)进行估计，列(3)的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两者都通过了 1%的置信水平，城镇化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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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为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互联网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城镇化也有助于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为了进一步从动态视角下探究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对当期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方程(1)、方程(2)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列(6)和列(7)的检验结果与列

(2)和列(3)的结论一致。假设 H1得到验证，并且城乡收入差距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惯性，会受

到前一期的影响。 

表 2全样本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FE SYS-GMM 

(1) (2) (3) (4) (5) (6) (7) (8) 

城乡收入差距     0.4991*** 0.2156*** 0.2222** 0.2070** 

滞后一期     (0.0022) (0.0147) (0.0213) (0.0137) 

互联网发展 
0.0284 0.0665* 0.2021** 0.5689** 0.0692*** 0.1084*** 0.1873** 0.2521*** 

(0.0236) (0.0267) (0.0576) (0.0786) (0.0019) (0.0112) (0.0208) (0.0361) 

互联网发展   -0.1706**    -0.1525**  

平方项   (0.0644)    (0.0191)  

城镇化 
-0.5561** -0.6567** -0.6957** -0.5678** -0.4351*** -0.7608*** -0.7336** -0.7340** 

(0.0335) (0.0321) (0.0351) (0.0333) (0.0054) (0.0392) (0.0383) (0.0400) 

    -0.7461**    -0.2407** 

互联网 X城镇化    (0.1104)    (0.0619) 

经济发展水平 
 -0.9378** -0.8867** -0.9320**  -1.5412** -1.7545** -1.8662* 

 (0.2803) (0.2791) (0.2675)  (0.1050) (0.1530) (0.1920) 

经济发展平  0.0587** 0.0545** 0.0534***  0.0842*** 0.0954** 0.1018** 

方项  (0.0152) (0.0151) (0.0145)  (0.0055) (0.0081) (0.0100) 

  0.0055 -0.0047 -0.0326**  0.0095 -0.0080 0.0046 

经济开放水平  (0.0146) (0.0150) (0.0150)  (0.0064) (0.0041) (0.0083) 

  0.0048 0.0062 0.0121**  0.0187*** 0.0132** 0.0182** 

人力资本水平  (0.0054) (0.0054) (0.0053)  (0.0026) (0.0014) (0.0025) 

  -0.2938** -0.3192** -0.3671***  -0.0380*** -0.0739** -0.0379** 

政府财政支出  (0.0279) (0.0294) (0.0288)  (0.0121) (0.0123) (0.0122) 

  0.1481** 0.1167** 0.0711**  0.0837*** 0.1395*** 0.0827*** 

产业结构  (0.0288) (0.0310) (0.0298)  (0.0103) (0.0175) (0.0117) 

常数项 0.4049** 4.0249** 3.9294** 4.3817*** 0.2677*** 7.2963*** 8.3279*** 8.7897*** 

 (0.0133) (1.2950) (1.2870) (1.2371) (0.0023) (0.4967) (0.7265) (0.9125) 

AR(1)-p     0.0273 0.0252 0.0303 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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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p     0.4845 0.6821 0.8990 0.8666 

Sargan-p     0.2822 0.4385 1.0000 0.4973 

R2 0.5826 0.7157 0.7200 0.7416     

样本量 496 496 496 496 465 465 465 465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在方程(2)的基础上，加入了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的交互项，得到方程(3)，以检验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列(4)和列(8)的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进一步表明，

两者存在协同效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强化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对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发挥出更强劲的抑制

效应，假设 H2-1得到验证。因此，在以互联网为先进信息技术代表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要注重互联网发展与城镇

化的匹配程度，同步发展，不能厚此薄彼，重视互联网发展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可以对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出更强

的效力。 

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 2列(8)的估计结果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对数系数为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同

时经济发展水平对数二次项系数为正，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先降低后上升的趋

势，即两者存在正“U”型关系。经济开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系数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推动作用，对此的解释为，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更高的城镇居民，可以到报酬率更高

的部门工作，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偏低的农民因技术要求无法从事高收入工作，

从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非网民人数总规模达到 4.16 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人数比城镇地区更

高，占比达到 62.7%，而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年龄限制，占比达到 88.5%2。由此可见，互

联网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一级数字鸿沟，还存在二级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和城镇化率稳步提高的背景下，注重提高非网民

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作为缩小数字鸿沟、增强数字红利的有效途径
[28]

。财政支出水平系数显著为负，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扩大存在抑制作用。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正，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推动作用，对此的解释为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虽然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有正向影响，但产业结构变动也存在一定的无效率，加剧了城乡要素流动的非均衡现象，从而导

致其对城镇和农村发展的非均衡[29]。 

2．面板门限回归结果及分析 

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不仅为互联网发展提供承载空间和需求驱动，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的自由流

动也有助于部门协作共同交流、加速城乡经济循环，从而实现农村产业增效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双赢格局
[30]
。为了以更加直观的

方式揭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是约束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不同城镇化水平区

间内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一般情况下，在利用门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需要经过两个基本步骤。第一

个步骤是检验门限效应是否显著，第二个步骤是检验门限值的大小是否与真实值相等。本文将城镇化水平设定为门限变量，以

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对方程(4)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F检验值在 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0个门限”的原假设。

第一门限值为 0.2196，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拒绝“1 个门限”的原假设，第二门限值为 0.7070，由此表明，互联网发展与城乡

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重城镇化门限效应。 

表 3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城镇化门限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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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门限变量 模型 F统计量 P值 结论 门限值 95%的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 142.40 0.0160 拒绝原假设 0.2196 0.2153,0.2267] 

城镇化 双重门槛 143.69 0.0720 拒绝原假设 0.7070 0.6985,0.7701] 

 三重门槛 47.44 0.4167 接受原假设 - - 

 

接着对方程(4)进行门限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当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门限值 0.2196 时，互联网发展扩大了城

乡收入差距，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当城镇化水平在第一门限值 0.2196和第二门限值 0.7070之间时，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系数由正转为负，但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在第二门限值 0.7070 以上时，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为负，

系数值为-0.3984，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上述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存在三个区间的变化，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随着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表现为先扩大后

缩小的趋势，这也与前文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一致。正如前文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

技术，在发展初期往往从城镇开始普及，城镇化低于一定门限值时，互联网的数字红利尚未有效发挥。但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

逐渐提高，城镇化发展持续不断地为互联网发展提供必要的载体和基础配套设施，互联网发展的数字鸿沟逐步缩小，其网络效

应和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延伸，农民群体也获得了更大的数字红利，从而使得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出更强劲的抑制效应。 

由于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重城镇化门限效应，本文以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相应的门限值作为划分标准，将我

国 31个省市划分为 3个区间，结果如表 5所示。由表 5可知，2018年我国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处于更

高的城镇化水平，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效应得到有效发挥。其他省市均处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互联网发展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还未得到充分显现，仍然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在注重各省市(区)互联网与城镇化的同步匹

配、协同共进时，还应该注意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假设 H2-2

得到验证。 

表 4面板门限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方程(4) 

互联网发展(urb<0.2196) 1.6532**(0.1290) 

互联网发展(0.2196<urb<0.7070) -0.0117(0.0291) 

互联网发展(urb>0.7070) -0.3984**(0.0356)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0.8794**(0.1839) 

R2 0.6116 

样本量 49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 2018年根据门限值划分的样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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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限变量 地区分组 

较低的城镇化水平(urb<0.2196) 

较高的城镇化水平 

(0.2196<urb<0.7070) 

无 

河北、山西、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更高的城镇化水平(urb>0.7070) 北京、天津、上海、广东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首先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通常情况下，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测度误差、遗漏变量、互为因果等(陈强，

2014)[31]。对于测度误差、遗漏变量的问题，本文尽量采用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在估计过程中加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

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一系列变量加以控制，以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对于因果关系问题，本文借鉴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

的做法，将互联网发展的滞后项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采取该做法的基本原理是因为当期的城乡收入差

距对互联网发展的滞后项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因此，本文用互联网的滞后一期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对方程(2)和方

程(3)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所得出的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为确保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检验:第一，考虑到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资

源禀赋与其他省份存在较大差异，有可能成为异常值，进而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因此，本文剔除直辖市数据重新进行回归以

排除这些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研究发现估计结果未发生较大变动。第二，选择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主

要借鉴李坤望等(2015)、王金杰等(2018)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逻辑[32-33]，使用历史上 1985 年每百人电话机数量作为地区互联网

发展的工具变量 3。纵观中国互联网接入技术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电话线拨号接入(PSTN)逐渐过渡到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和

数字用户专线(ADSL)，再发展到现在的光纤宽带接入技术，可以看出每百人电话机数量与后期互联网宽带接入数和互联网普及

发展相关，但却难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由此表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本

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表 6 显示，列(5)利用工具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结果与上文分析一致。列(6)加

入工具变量与城镇化的交互项后，交互项依然显著为负，表明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存在相互作用的良性互动关系，二者融合发

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得以证实。 

表 6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解释变量 
FE（互联网发展滞后一期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直辖市 2SLS 

 (1) (2) (3) (4) (5) (6) 

互联网发展滞后一期 
0.2114** 

(0.0700) 

0.7576** 

(0.0975) 
    

互联网发展滞后一期平方项 
-0.1995** 

(0.0887) 
     

互联网发展   
0.2778** 

(0.0772) 

0.4141** 

(0.1175) 

0.2399** 

(0.1002) 

0.4515*** 

(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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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平方项   
-0.3811** 

(0.1104) 
 

-0.3005*** 

(0.1061) 
 

城镇化 
-0.7958** -0.6483** -0.5384** -0.4421** -0.7766*** -0.6306*** 

(0.0372) (0.0365) (0.0398) (0.0407) (0.0619) (0.0596) 

互联网滞后一期×城镇化  
-0.9678** 

(0.1297) 
    

互联网 X城镇化    
-0.6349** 

(0.1890) 
 

-0.6518*** 

(0.16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5491心 3.7481** 1.8691 3.9935** 5.5198*** 7.3411*** 

 (1.3564) (1.2818) (1.3848) (1.4833) (0.9324) (1.1794) 

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     
104.561 

0.0000] 

44.886 

[0.0000] 

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     
114.959 

16.38] 

95.664 

[16.38] 

R2 0.7283 0.7569 0.6019 0.6013 0.7751 0.7775 

样本量 465 465 432 432 432 43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Kleibergen-PaaprkLM 检验方括号内为 p 值，

Kleibergen-PaaprkwaldF检验方括号内为 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4．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各地区经济资源禀赋不同，各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区位条件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了从结构

性视角探究城镇化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 31个省(市、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
4，解析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并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比分析互联网发展对不同受惠群体的收入效应差异，由于动态面板模型适用于大样本数据，所以本文在进行异质性分析时选

择静态面板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7、表 8所示。 

由表 7列(1)、列(3)、列(5)的估计结果可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均在 1%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中部、西部地区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的正负虽然与东部地区一致，但均不显著，表明互联网发展和城乡收入差

距的倒“U”型关系在具有经济优势的地区更为显现，而在中部、西部地区不成立。由列(2)、列(4)、列(6)的估计结果可知，

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和城镇化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分别在 1%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存在协同效

应。而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和城镇化的交互项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对此的解释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整

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更为滞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互联网和城镇化发展也普遍早于、高于西部地区，因此，互

联网与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数字、人口红利会更早得以释放。同时，三个地区交互项系数值的大小呈现出从东部、中

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也表明二者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果在互联网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更为强

劲，假设 H3-1得以验证。 

表 7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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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4) (5) (6) 

 0.3289* 0.8830*** 0.1512 0.5580* 0.1707 0.3195 

互联网发展 (0.0645) (0.1028) (0.2017) (0.3172) (0.1496) (0.2050) 

 -0.2959*  -0.3036  -0.2368  

互联网发展平方项 (0.0621)  (0.3424)  (0.2329)  

城镇化 
-0.8148* -0.5651*** -0.4238*** -0.3412*** -0.5931*** -0.5461*** 

(0.0421) (0.0413) (0.0954) (0.0996) (0.0622) (0.0750) 

  -1.1122***  -1.0006*  -0.5738 

互联网×城镇化  (0.1347)  (0.5397)  (0.375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8813* 11.9870*** -6.8837 -1.3772 0.1755 2.2485 

(3.4553) (4.1222) (5.9855) (6.5146) (2.2837) (2.5758) 

R2 0.8507 0.8795 0.5421 0.5527 0.6834 0.6602 

样本量 176 176 128 128 192 192 

模型选择 RE FE FE FE RE FE 

Hausman检验 0.1043 0.0000 0.0000 0.0000 0.1518 0.070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Hausman检验结果数字为 p值。 

2015年，中央政府首次把“互联网+”行动计划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并于 2015年 7月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

动的指导意见》，以此作为推动互联网由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拓展、构筑社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纲领和举措。因此，本文

以 2015年为时间节点将样本分为 2003—2015年和 2016—2018年两个时间段，进一步探讨互联网在不同发展时期对城镇、农村

群体的收入效应差异。从表 8 列(1)至列(4)的回归结果上看，2003—2015 年期间，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无显

著关系，2016—2018 年期间，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得到充分显现，且在两个阶段内互联网发展对农村

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均大于城镇居民。由此可得，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效应更大，农民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受

惠群体，这表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能够为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带来新的机遇，假设 H3-2得以验证。 

表 8群体异质性分析结果 

 2003—2015 2016—2018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1) (2) (3) (4) 

互联网发展 0.0592(0.078<) 0.0985(0.0880) 0.1459**(0.0330) 0.1839**(0.03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5517**(2.8746) 1.6301(3.2083) 16.5211=(9.6218) 12.6371(9.8078) 

R2 0.1240 0.4134 0.6112 0.7676 

样本量 403 403 9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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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选择 FE FE FE FE 

Hausman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Hausman检验结果数字为 p值。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已在我国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互联网与社会经济诸多领域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中国 2003—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受

惠群体层面多维度深入解析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运用门限模型实证考察互联网

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城镇化门限效应。研究表明: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即随着互联网的逐步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并且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

差距发挥出更强的抑制效应，通过工具变量 2SLS回归以及经过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互联网发展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以地域为划分依据，互联网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成立，在中部和西

部地区不成立，互联网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对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强度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以受惠群体

为划分依据，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效应更大。第三，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约束，即

两者之间存在双重城镇化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 0.2196 和 0.7070。当城镇化水平在第一门限值 0.2196 以下时，互联网发展

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处于第一门限值和第二门限值之间时，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

平在第二门限值 0.7070以上时，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得到充分显现。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是约束互

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省市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具有一定提升空间。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发展差异，加强互联网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深度和广度。要着力推进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5G 基站等“新基建”工程，持续丰富互联网的应用服务内容、拓展互联网服务空间，注重提升全民数字能力，加强

政府数字化转型、深化政府数据化治理。深度挖掘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数字红利，将互联网发展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

应最大化，在巩固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发展优势的同时，也要及时弥补落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短板，利用扶持政策

合理引导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着力构建城乡互动的发展新格局，以平衡资源在各地区间的配置差异，

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重视三农问题，发展智慧农业，以“互联网+”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智能

升级，将数字化改造运用到农业生产、物流渠道、农产品销售、市场分析等各个环节，提升农业生产的精细度和价值含量，以

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增值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有效运用互联网来降低城市和农村间要素流通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从源头上不断缩小各地区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数字鸿沟，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协调财政、

城镇化等各项政策推动数字红利的平等享用，大力推进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加速推进城乡之间产业融合、基础设施一体

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构建网络扶贫、网络扶智长效机制，借助互联网渠道以及线上教育应用持续激发农民群体自我

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互联网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以促进城乡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创新互联网发展与城镇化融合体制机制，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一定水平的城镇

化能与互联网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二者的融合发展能对城乡收入差距发挥更强的抑制效应，在加大互联网投资规模和力度的同

时也要兼顾地区间的城镇化发展差距。因此，各个地区应遵循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落实

互联网和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政策研究，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借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先进经验，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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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深度融合以构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布局，提高城镇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

合、迭代演进、应用创新，凝聚互联网的引擎动力作用和城镇的重要依托作用，加快健全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城乡要素流通网

络体系，让数字经济红利惠及全民。 

此外，本文虽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理和实证关系展开研究，但仍然具有一定的

不足之处和研究空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文仅以城镇化为切入点，发现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城镇化发展水平

的约束，并没有深入探究互联网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以全国层

面为研究视角展开相关分析，后续研究可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获取某一特定区域的数据，从而展开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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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根据 2010-2016年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平均增长率估算了 2017年和 2018年的互联网上网人数，用互联

网上网人数与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 2017年和 2018年的互联网普及率。 

2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3相关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4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